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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民國時期基督徒的「見證」文獻中，神蹟性醫治是一

個常見的主題。本文所要論述的觀點是：「神醫」實踐在民

國時期中國教會的盛行是源自於這一基督教傳統在中國特

定的時代與文化處境下的發展，它具有自己的神學傳統、信

仰邏輯和實踐意義，並非完全產生於外在的社會、經濟原因。

「神醫」的神學基礎在於，信徒認為疾病主要來自於罪惡、

鬼或上帝的管教，祈禱與悔改是醫病的重要途徑。「神醫」

對於信徒個人信仰歷程，如歸信、全職服侍方面都具有重要

的意義。「神醫」實踐與教派神學密切相關，它也起到了塑

造本土教會領袖的作用。文化方面，「神醫」經驗雖受本土

民間文化影響，但仍舊是基督教的經驗而不應解讀為民間宗

教的產物。最後，「神醫」對於世俗醫療的補充性與超越性

也說明了它所具有的宗教意義。 

 

關鍵詞：神蹟性醫治  疾病  見證  基督教  民國時期 

                                                             
 1. 本文為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一般項目青年基金項目「民國時期基督教基要派的中國

化研究」（18YJC730008）的階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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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年新冠肺炎突如其來，在短短幾個月內席捲

全世界。這場災難使得人們對於疾病、醫療等話題產生了

極大的關注和反思。眾所周知，疾病是人類共有的困境，治

療疾病也是人最基本且迫切的需求。它同樣是基督教非常

重要的主題，通過神蹟醫治疾病不僅記載在聖經福音書中，

也是二十世紀初中國教會的重要話題，成為「見證」2的主

題之一。3這些「見證」作者自己或家人身患疾病後，通過

祈禱等方式經歷了超自然的醫治，從而對其信仰產生了深

刻影響。關於傳教士促進中國現代醫院的建立、醫療水平

的提升、公共衛生觀念的普及等方面的研究不勝枚舉，然

而，神蹟性醫治（divine healing，以下簡稱為「神醫」）則

相對較少被關注。4在以往的研究中，學者常從社會學與人
                                                             
 2. 「見證」（testimony）特指基督徒以口頭或文字講述個人信仰經歷的方式來宣傳基督教，

本文中所使用的「見證」皆是發表於報刊中的文章。 
 3. 據筆者從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的《靈糧月刊》、《聖潔指南》、《全國基督教佈道團刊》、

《佈道雜誌》（此四刊物為本土教會奮興佈道運動背景，主要創辦人分別是趙世光、宋
尚節、陳崇桂）、《通問報耶穌教家庭新聞》（浸信會）、《呼聲》（中國主日學會主
辦）、《聖經報》（宣道會主辦）、《神召》、《神召季刊》、《青草地》、《靈音月
刊》（此四刊物為神召會主辦）、《末世牧聲》（安息日會）收集的 225 篇見證中，有
神蹟性醫治內容的有 75 篇，約佔三分之一比例，如《靈糧月刊》雜誌一九四二至一九
四八年刊登的 47 篇見證中，包含「神醫」主題的有 19 篇；在神召會的四份刊物中，筆
者收集見證 36 篇，其中 11 篇包含「神醫」內容。在真耶穌教會刊登的見證中，「神醫」
主題的比例則非常高，據該教會統計的 259 件「神蹟奇事」中，只有 11 件是意外傷害
或被捕等，其餘全部為疾病和「鬼附」。（〈真耶穌教會非常神蹟奇事登記調查表〉，
載魏以撒編，《真耶穌教會卅年紀念專刊》（南京：真耶稣教會總會，1947），頁 N25-
N35。） 

 4. 關於中國教會的神蹟性醫治現象的研究，主要有 Gotthard Oblau, “Divine Healing and the 
Growth of Practical Christianity in China”, in Candy Gunther Brown (ed.), Global Pentecostal 
and Charismatic Healing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 307-330。該文主
要研究改革開放後中國教會的神醫現象，其中一些觀點筆者將在本文中回應。Gotthard 
Oblau, “Pentecostal by Default? Contemporary Christianity in China”, in Allan Anderson & 
Edmond Tang (eds.), Asian and Pentecostal: The Charismatic Face of Christianity in Asia 
(Baguio City, Philippines: Regnum Books, 2005), pp. 333-353，同樣談到了這一話題。論文
Amos Yong, “The Demonic in Pentecostal/Charismatic Christianity and in the Religious 
Consciousness of Asia”, in Anderson & Tang (eds.), Asian and Pentecostal, pp. 93-128，比較
了亞洲五旬宗教會與佛教的鬼觀念與「趕鬼」經驗；Edmond Tang, “ ‘Yellers’ and Healers: 
Pentecostalism and the Study of Grassroots Christianity in China”, in Anderson & Tang (eds.), 
Asian and Pentecostal, pp. 380-394，則對以五旬宗來研究中國草根教會的範式作出反思
性回應。Melissa Wei-Tsing Inouye, “Miraculous Modernity: Charismatic Tradition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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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學角度解讀「神醫」經驗的產生原因、特點，將其與邊緣

群體的匱乏與被剝奪處境相關聯，視之為基督教與民間信

仰雜糅的產物等。本文則主要通過對民國時期基督教刊物

中登載的「見證」文獻的研究，從神學與信仰角度探討「神

醫」經驗的特點。本文所要論述的觀點是：「神醫」經驗作

為一種基督教傳統，在民國時期的發展與盛行具有其神學

基礎、信仰邏輯和教會意義。 

 

一、「神醫」的傳統 
「神醫」現象由來已久。在聖經福音書中，耶穌與門徒

的醫病趕鬼是與傳福音並行的重要事工。雅各也指出，病

人應當邀請教會的長老來，奉主的名用油抹他，「出於信心

的祈禱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來」。（《雅各書》5:15a）

這便是歷代信心醫治活動的聖經基礎。在中世紀的東西方

教會中，人們相信聖人、聖物、聖像、洗禮、聖餐等都有醫

病的功效。疾病醫治也常與巫術等雜糅在一起。宗教改革

後，新教改教家則為了改革天主教中的「繁文縟節」與「迷

信」活動，淡化神蹟性醫治的作用。 

神蹟性醫治在中國教會的盛行，與歐美的信心醫治運

動（Faith Healing Movement）有密切的關係。此前，新教教

會受加爾文神學影響，視疾病為上帝對人的試煉，信徒以

忍耐疾病為榮。5這種思想在十九世紀開始受到質疑，一些

人主張信徒不該被動忍受疾病，而應積極地通過禱告等信

心的行動來向上帝祈求醫治。十九世紀後半葉，信心醫治

                                                             
Trajectories within Chinese Protestant Christianity”, in Jan Kiely Vincent Goossaert & John 
Lagerwey (eds.), Modern Chinese Religion II:1850-2015 (Boston: Brill, 2006), pp. 885-919，
也探討了中國教會的「靈恩」現象。 

 5. Heather D. Curtis, Faith in Great Physician: Suffering and Divine Healing in American 
Culture,1860-1900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2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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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產生，以庫里斯（Charles Cullis），宣信（A. B. Simpson），

戈登（A. J. Gordon）等人為代表。該運動的核心是「身體

的阿明尼烏斯主義」（Physical Arminianism），即「如果痛

苦和疾病是人們過錯的結果，那麼潔淨與醫治則是人們努

力的結果，病人因此既對自己的疾病有責任，也有戰勝它

的能力」。6 

信心醫治不僅是肉體層面的，也具有重要的神學意涵。

醫治神學首先是救贖論意義上的，即基督十字架的受難不

僅帶來了罪的赦免，也擔當了疾病與苦難。宣信指出：「神

的醫治是耶穌基督救贖工作的一部分……它的基礎是加略

山的十字架」。7「神的醫治通過在肉體中經歷死而復活的

耶穌賜給我們……他可以並願意與你分享他肉體的生命，

將他的力量加給你」。8醫治神學也與成聖神學有關。聖潔

運動（Holiness Movement）是基於衛斯理所提出的「完全」

（perfection）思想而產生的，該運動對「全然成聖」（entire 

sanctification）的強調使得人們不滿足於僅僅尋求靈魂成

聖，疾病被醫治同樣是成聖與完全的一部分。特別是帕爾

默（Phoebe Palmer）所主張的「全然成聖」會在短時間內發

生，促進了人們對「神醫」的尋求。更高生活運動（Higher 

Life Movement ）雖然不贊同聖潔運動的完全主義

（ perfectionism）思想，但它強調通過完全降服（ all 

surrender）與完全奉獻（entire consecration），以聖靈勝過

罪惡的能力來追求成聖，同樣激勵了人們以追求醫治作為

成聖的途徑。正如慕安德烈（Andrew Murray）認為，疾病

來自罪與上帝的審判，醫治與赦罪是一體的，耶穌「同樣是

                                                             
 6. 同上，頁 61。 
 7. A. B. Simpson, The Four-Fold Gospel (New York: The Word, Work & World Pub. Co., 1888), 

p. 68. 
 8. 同上，頁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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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與靈魂的救主，願意給予同等的赦罪和醫治。」9他認

為，既然身體是聖靈的殿，那麼信徒若能憑藉信心完全奉

獻與降服在上帝面前，追求聖潔，聖靈便能夠在人的肉體

中顯示出能力使人獲得醫治，並得以成聖。信心醫治運動

「創造了一種迫切渴望神蹟的氛圍，為五旬宗運動鋪平了

道路」。10 

興盛於二十世紀的五旬宗運動，則更為強調作為聖靈

能力臨在標誌的「醫病趕鬼」經驗。該運動認為，聖經中使

徒時代的種種神蹟奇事都將因聖靈的再次降臨而發生在教

會中。該運動主張耶穌是「拯救者、成聖者（sanctifier）、

醫治者和再來君王」，其中「醫治者」就是對神蹟性醫治的

強調，即「基督在十字架上的代贖，不僅醫治了靈魂，也醫

治了人的肉體」。11 

總之，「神醫」並非僅僅關乎身體的健康，更關乎救贖、

成聖、聖靈的臨在等神學議題。在此背景下，「神醫」的神

學與實踐傳入中國教會，並得以盛行。早在晚清時期的教

會中就已經有醫病趕鬼現象的發生，如著名的本土教會領

袖席勝魔不僅幫助信眾戒除鴉片，也常「行神醫驅邪的神

蹟」。12 

 

二、「神醫」與個人信仰 
在看過「神醫」的歷史之後，我們來探討民國時期「見

證」中的「神醫」現象。從個人層面來說，人們既相信疾病

                                                             
 9. Andrew Murray, Divine Healing: A Scriptural Approach to Sickness, Faith and Healing 

(Washington: CLC Publications, 2012), p. 4. 
 10. Pavel Hejzlar, Two Paradigms for Diving Healing: Fred F. Bosworth, Kenneth E. Hagin, 

Agnes Sanford, and Francis MacNutt in Dialog (Leiden: Brill, 2010), p. 4. 
 11. Grant Wacker, Heaven Below: Early Pentecostals and American Cultur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3. 
 12. 連曦著，何開松、雷阿勇譯，《浴火得救；現代中國民間基督教的興起》（香港：香港

中文大學出版社，2011），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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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其宗教成因，也期待神蹟性醫治的發生。患病與醫治經

歷對於他們的信仰歷程具有重要意義。 

 

1. 疾病的非生理性由來 

正如桑塔格（Susan Sontag）在《疾病的隱喻》（Illness 

as Metaphor）一書中指出，疾病常被賦予超出生理之外的

意義與隱喻，「致命的疾病常被視為一種對道德人格的考

驗」。13在「見證」中，人們也常從非生理性的角度，即人、

鬼與上帝三個層面來看待疾病的由來。 

第一、疾病來自人的罪。與歐美信心醫治運動的神學相

同，中國基督徒也認為疾病來自罪或懲罰。對於歸信前的人

來說，疾病是罪惡的生活方式所造成的結果。信徒江春寫道，

他早年沉迷罪惡，「一心傾向世界，沉迷過深，致沾重病，

腎弱心虛，群醫束手，勢將不治」。14在重病中他感覺人生

如夢，因此決定接受基督教。雀殿榮寫道：「我因為有軍權

與金錢，所以放蕩的吃喝嫖賭，吸大煙與海洛英等等。違反

傷天理的事，因為半身不遂，腹中滿肚兇惡。」15他認為自

己的疾病，既是來自生活放蕩與吸食鴉片，也是因為自己

「傷天理」而遭遇了惡果或懲罰。 

第二、疾病來自鬼。「趕鬼」不僅出現在聖經福音書中，

在見證文獻中也很常見。真耶穌教會的一位老年婦女常年

患有「瘋病」，她的兒子請求魏保羅前去為其醫病，魏保羅

禱告後告訴他：「你母親身上的鬼已經出去了」。16次日，

魏保羅親自到該婦女家「審問」鬼為何物，該婦女說：「我

                                                             
 13. Susan Sontag, Illness as Metaphor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1978), p. 41. 
 14. 江春，〈我的證道〉，載《全國基督徒佈道團報告書》1936 年第 2 期，頁 23。 
 15. 雀殿榮，〈雀殿榮也蒙恩得救了〉，載《全國基督徒佈道團報告書》1936 年第 1 期，頁

18。 
 16. 〈鬼附三十八年得解脫〉，載《真耶穌教會卅年紀念專刊》，頁 N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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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蛇，自幼附在他的身上，卅八年了，我不能離開他。」17

具體「趕鬼」過程留待下文詳述。最後，當魏保羅治癒了這

個婦女之後，他說：「你的罪赦了，你的病好了。」18上文

中，這個婦女的情況既被描述為「瘋病」，又是「鬼附」、

「蛇精」作怪。所以「鬼附」導致的瘋病雖是病，但不是生

理性疾病。「鬼附」與「趕鬼」不是五旬宗教會的專利。《通

問報》曾刊登一篇見證，李土夫妻雖然一直虔誠供奉菩薩，

但是多個子女因病去世，只剩一子一女，「何菩薩之不靈乃

爾」。19女兒「被鬼所附」，經常胡言亂語，甚至抽搐昏迷。

為此他們夫妻二人「整日念經問佛，或邀菩薩，或請巫

婆……掐指念咒，捉拿妖怪」，20但都不奏效。某日，女兒

突然病重，高燒嘔吐，生命垂危。李土請來教會牧師為女兒

禱告，禱告後「果然邪鬼立時出去」，21他的女兒便神志恢

復，得以病癒。在這兩個故事中，疾病都與鬼緊密聯繫在一

起。李土認為他女兒的病是因為「鬼附」，才會屢次想辦法

請神佛或巫婆「捉拿妖怪」，最終「邪鬼」離開而得痊癒。 

再者，疾病來自上帝。對於已經歸信的基督徒來說，疾

病往往被視為犯罪而遭到了上帝的「管教」。范樹正寫道，

她信主後一度信仰冷淡，進而遭遇上帝「管教」患了嚴重的

心臟病，在病中祈禱之時，「聖靈突然光照我，給我看見自

己的一切罪惡，失敗，我痛哭流涕地認罪」。22何懷德也有

類似經歷。他早年加入教會，後因在學校時沉迷於話劇排

練，「我的靈程已日漸在倒退冷淡中」。23而後他認為自己

                                                             
 17. 同上。 
 18. 同上。 
 19. 李土，〈我的見證〉，載《通問報耶穌教家庭新聞》1697（1936），頁 9。 
 20. 同上。 
 21. 同上。 
 22. 范樹正，〈我的見證〉，載《聖潔指南》1939 年第 12 期，頁 33。 
 23. 何懷德，〈何等愛來尋我〉，載《靈糧月刊》1942 年第 8 期，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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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遭遇了上帝的管教」，24患了嚴重的肺病。在這類情形

中，疾病主要是上帝為要敦促信徒悔改而產生。 

因此，疾病被信仰者賦予了非生理性意義，它往往與

罪、道德敗壞、「邪靈污鬼」、管教有關。無論是上述哪一

種情況，都強調個人不僅對於自身疾病有宗教與道德責任，

也有非醫學的醫治途徑。這種對疾病的信念決定了醫治的

實踐。 

 

2. 「神醫」的個人信仰意義 

在見證中，患病與醫治經驗往往對於當事人具有重要

的信仰意義。這體現在： 

其一，因病歸信。眾所周知，很多人為了求醫來到教

會，因患病而歸信，這使得「神醫」常被人詬病為功利主義

或基督教的「民間宗教化」。25但因病歸信應該分為三種情

況。第一是「先治後信」，即人因為經歷「神醫」而歸信。

這在真耶穌教會的見證中最常見。第二，是「先信後治」。

戴鉅榮患了嚴重的肺炎，住院治療半年都無好轉，因為同

病房的基督徒他開始接觸基督教，出院回家後又常有基督

徒來探訪，於是他認罪歸信，並很快痊癒了。26最後一種情

況是「信而未治」。陳元珍在接觸基督教後一直半信半疑，

直到她在重病中，某日打開聖經閱讀後深受感動，願意認

罪悔改接受基督教。歸信後，雖仍住院治療，但她感到十分

滿足快樂。「雖然我的身體不健全，病苦地生了絕望的病，

                                                             
 24. 同上。 
 25. 梁家麟認為，民眾出於民間宗教式期望（如醫治）而選擇基督教，證明了基督教的民間

宗教特徵，「初來教會的人，不少是為了純粹信教祈福、治病趕鬼，才參加聚會的，這
個想法跟他們到廟宇進香祈福無大分別」。梁家麟，《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農村教會》
（香港：建道神學院，1999），頁 414。 

 26. 戴鉅榮，〈他拯救我〉，載《靈糧月刊》1948 年第 10 期，頁 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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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有一位最仁愛的天醫，醫治了我心靈上的病痛。」27下

文她並沒有寫到上帝是否直接醫治了她的疾病。王泰琪身

患嚴重的肺病，在家休養期間聽了福音電台後歸信，此時，

他對疾病的看法發生了改變：「人生最多不過百年，遲早總

要一死，孔子說『朝聞道夕死可矣』，我現在已經認識基

督，雖死亦生，這生病的事，就好像是基督的事，與我不相

干了，這樣一想，心中竟生出無限的快樂安慰，對生病也毫

不介意了。」28在後兩種情況中，疾病僅是接觸基督教並歸

信的契機，不一定是功利性的。 

其二，因病重信。很多信仰者認為疾病乃是來自上帝

的「管教」，患病的意義在於恢復信仰。前文提到因熱衷於

話劇而被「管教」患病的何懷德在病中參加了鼓浪嶼查經

大會，會上他決定要「立志傳道」，最後他寫道：「主非但

醫治了我的肺病，他使我的靈性也剛強起來了。」29「因病

重新」也包含着雖然因病恢複信仰，卻未經歷「神醫」的情

況。范樹正寫道：「主因要使我學習信心的功課，所以仍讓

我躺在床上，在我極軟弱痛苦的時期中，更顯出他的恩典

是何等的浩大。」30 

其三，痊癒「全職」。一些人經由生病經歷而決定放棄

世俗職業，成為全職傳道人。其原因有二。一是因為他們認

為患病乃是上帝的呼召，要讓人「完全奉獻」，或者是人在

病痛中會以「若能病好就全職服侍」作為祈求醫治的許願。

兩者從心理上其實是不易區分的，很難說它是來自上帝的

呼召，還是「病急亂投醫」式的「交換」心態。31二是「神

                                                             
 27. 陳元珍，〈出死亡得生命〉，載《靈糧月刊》1944 年第 4 期，頁 10。 
 28. 王泰祺，〈我的見證〉，載《通問報耶穌教家庭新聞》1809（1947），頁 12。 
 29. 何懷德，〈何等愛來尋我〉，頁 16。 
 30. 范樹正，〈我的見證〉，頁 33。 
 31. 有見證寫道，當事人病中許諾病癒就「全職」，但病癒後反悔而導致再次生病，最終才「全

職」。朱允信，〈一個神學生重生的經過〉，載《佈道雜誌》1936年第 3期，頁 5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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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特殊且強烈的經驗使他們深受感動，或是病痛甚至幾近

死亡的經歷使當事人對人生有了不同的理解，在一種「聖俗

二分」的教會氛圍下認定如此才是「為主而活」、不枉此生。 

在很多見證中，作者的寫作目的並不是講述治病本身，

而是為了講述其信仰歷程，患病經歷則是其中的關鍵事件，

特別是在民國時期，人們因貧困、動蕩、戰亂而患重病是極

為常見的。因此，患病與「神醫」經歷作為信仰歷程的一部

分，並不必然是功利與膚淺的，在肉體意義之外，它也是關

乎靈性生命的。 

顯然，也有不少見證完全以講述「神醫」為目的，是「先

治後信」，如筆者所收集的真耶穌教會的醫治見證，它們雖

然看似極為功利，但背後也有其神學意義，我們將在下文

詳述。 

 

三、「神醫」與教會處境 
雖然患病與治癒都是非常個人化的，在當代社會中帶有

隱私性的經歷，但在基督教中，「神醫」是具有群體性意義

的，如福音書中，醫治是耶穌向眾人顯明其身份和能力的重

要方式。特別在「見證」中，當事人公開講述醫治經歷本身

就帶有明確的「分享」意圖，要使之成為教會共同經驗的重

要事件。我們從以下幾方面來看「神醫」與教會的關係。 

 

1. 「神醫」發生的教會群體 

「神醫」現象多發生於相信「神醫」的教會群體之中。

原因在於，只有相信「神醫」存在的教會才會宣傳、鼓勵信

眾尋求「神醫」，這類見證也會激發其他人對醫治的尋求熱

情。反之，在一個不接受「神醫」的群體中，即使有類似事

件發生也會被淡化。因此，「神醫」經驗主要發生在非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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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教會之中，而主張自由神學的群體由於對神蹟存疑，其

刊物則鮮有類似記載。 

就接納「神醫」的非自由派教會來說，「神醫」不僅存

在於五旬宗教會，也常出現在其他保守派教會32的見證中。

浸信會背景的《通問報》，宋尚節、趙世光等奮興佈道家主

辦的刊物，都有固定的「見證」版塊。很多教會或多或少地

存在醫病趕鬼等活動，卻並不自認為是「五旬宗／靈恩派」

教會。33即使是一些明確反對五旬宗運動的教會或其領袖，

也並不反對「神醫」。比如王明道不認為任何病人都可以通

過禱告獲得醫治，但他也表明自己出於對聖經的相信而不

反對醫治經驗本身。34事實上，中國基督徒對於「神醫」的

接納與否，並不完全是來自五旬宗神學的影響，而主要是

出自對福音書中耶穌醫病敘事的聖經主義（Biblicism）35和

復原主義（restorationism）36式理解，即他們相信聖經中的

神蹟同樣可以按字面意義重現在今日教會之中，這也是五

旬宗派與非五旬宗教會對「神醫」理解的共同之處。 

                                                             
 32. 所謂保守派教會，在本文中指持傳統基督教信仰的非五旬宗教會，有研究稱之為「基要

派」、「屬靈派」。 
 33. Fenggang Yang, Joy K. C. Tong & Allen H. Anderson, “Pentecostals and Charismatics among 

Chinese Christians: An Introduction”, in Global Chinese Pentecostal and Charismatic Studies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2017), p. 6. 

 34. 王明道寫道：「我聽見過這樣的見證，我親眼見過這樣的事，我信神能聽人的禱告醫治
疾病，我也信神常這樣做。但我卻不信每一個信徒為病人祈禱都蒙垂聽。」《聖靈光亮
中的靈恩運動》（北京：靈食季刊社，1934），頁 24。 

 35. 史密斯（Christian Smith）將聖經主義定義為「聖經主義是有一種強調聖經的排他性權
威、無誤、清楚明白，自我滿足（self-sufficiency）、內在統一、意義可以自我證明，而
且普世適用的理論」。見 Christian Smith, The Bible Made Impossible: Why Biblicism is not 
a Truly Evangelical Reading of Scripture (Grand Rapids, MI: Brazos Press. 2011), p. viii.  

 36. 梁家麟認為，復原主義是華人教會聖經觀的特徵之一，即教會必須「復原至聖經所記載
初期教會的模式去」（〈華人教會歷史中的聖經觀〉，載氏著，《徘徊在耶儒之間》（台
北：宇宙光，1997），頁 301）。五旬宗神學的復原主義指人們相信聖經中使徒時期的
醫病趕鬼、方言異像等事件，都將因聖靈的再次降臨而發生在這個時代的教會中。奧
利弗里奧（L. William Oliverio）認為，復原主義是五旬宗神學的四個前提性假設之一。
L. William Oliverio, Theological Hermeneutics in the Classical Pentecostal Tradition: A 
Typological Account (Leiden: Brill, 2012), pp. 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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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神醫」的宗派性 

雖然五旬宗教會與其他保守派教會都接受「神醫」的

真實性，但不同背景的教會在對「神醫」的理解和實踐上仍

有差異。就筆者收集的見證文獻來看，真耶穌教會將「神

醫」與洗禮相結合；以宋尚節為代表的奮興佈道神學注重

「神醫」與認罪的關係；還有一些教會則強調醫治與「完全

奉獻」的關聯。 

我們回到真耶穌教會魏保羅醫治被「蛇精」所附的婦

女的故事。當「附在婦女身上的鬼」回答了魏保羅自己是

「蛇」之後，魏便提出，這個婦女必須受洗才能把鬼趕出。

戲劇性的是，在該婦女受洗過程中，她硬着頸項不肯向前

低頭。魏保羅認為，這顯然表示她仍舊被鬼所附，於是他強

行將婦女的頭向前按下。入水後「鬼立時就出去了」，37婦

女這才痊癒。之所以魏保羅一定要婦女「面向下」受洗，是

因為真耶穌教會堅信，只有身體向前入水而非後仰入水才

是合法且有效的洗禮，38才能趕出鬼，使人治癒。因此，醫

治是與其教會的神學信念密不可分的。39 

在奮興佈道運動中，「神醫」則與「認罪」有密切的關

聯。宋尚節的佈道和神學都是以「認罪－悔改－重生」為主

題，同時作為一個極具醫病「恩賜」（gift）的領袖，他特

別將認罪視為醫治的來源。宋在日記中記載，某日有婦女

被鬼附，他為其禱告但一直不奏效，宋斷定她必然有沒有

承認的罪。果然，該婦女最終承認自己曾犯有淫亂之罪。承

                                                             
 37. 〈鬼附三十八年得解脫〉，載《真耶穌教會卅年紀念專刊》，頁 N5。 
 38. 真耶穌教會認為，因為耶穌是在十字架上低頭而死，所以「面向下」的洗禮才是真正「效

法基督」。參見蔣約翰，《合法大水洗》（南京：真耶穌教會書報總社，1950）。 
 39. 這種神學信仰又根植於該教會對聖經的詮釋，關於聖經在真耶穌教會的教義信仰與實

踐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見拙文“The True Jesus Church and the Bible in Republican China”, 
Religions, 11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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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之後，鬼便離開。40另有很多病人聽說了宋的醫治能力後，

前來請他禱告，宋則表明：「罪不倒空而代禱，有害無益」；

「我非來醫病，乃來醫罪，在萬不得已時，才奉主名為病人

禱告」。41總之，宋尚節認為，「認罪」是獲得醫治的重要

方式，而醫治對於他來說並非目的，目的還是在於使人認

罪歸信。 

在另外一些見證中，醫治則常與「完全奉獻」的神學有

關。信徒陸乾惕牙痛劇烈，經由西醫診斷為牙床骨腐爛。在

病榻上他認罪悔改。但是，第一次手術後他的病況並沒有

緩解，一位前來探病的信徒便問他：「有沒有奉獻過？」他

回答：「沒有」，對方說：「倘若你不肯奉獻，那麼神也不

肯醫治你……一天不奉獻，一天躺在床上。」於是他「謙卑

下來，把自己完全奉獻給神。我們禱告完了，我的痛苦就減

輕了。同時那姊妹也得到了神的啟示，說我的病已蒙應允

醫治了。」42呂鴻英寫道她歸信後因遭遇上帝管教而身患重

病。在一個奮興會上她深受感動，認為自己「不肯完全奉

獻……捨不得將身心靈整個的完全歸主使用，為主而活」

才會生病。43而當她立下志向，不再愛慕世界而「完全奉獻」

之時便得痊癒。 

所謂「完全奉獻」，是指信徒願意將自己完全交託給

上帝，被上帝所使用。在這些見證中，「完全奉獻」是重

要的醫治途徑，甚至有人認為不肯奉獻便必然得不到上帝

的醫治。這一思想要追溯到「更高生活運動」或「開西大

會」（Keswick Convention）中。開西神學特別強調信徒應

當以「完全奉獻」（entire consecration）來勝過罪惡，達到

                                                             
 40. 宋天真編，《失而復得的日記：宋尚節日記摘抄》（北京：團結出版社，2011），頁 146。 
 41. 同上，頁 149。 
 42. 陸乾惕，〈一個神醫的見證〉，載《基督徒》14（1938），頁 134。 
 43. 呂鴻英，〈我蒙恩得救的經過〉，載《靈糧月刊》1943 年第 7 期，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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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聖。44該運動的很多早期領袖同時是信心醫治運動的支持

者，如慕安德烈認為疾病來自於上帝的管教，而完全降服

與奉獻則是醫治的途徑。「在完全的降服中放下你自己……

你的天父將樂意將你從懲治中拯救出來，向你顯明他是你

的醫治者。」45開西大會神學對中國教會影響甚大。46 

籠統看來，各宗派的「神醫」過程都是大同小異的「患

病－祈禱－治癒」模式。但根據上文的剖析，我們還是能看

出在不同教會背景與神學思想影響下，「神醫」經驗存在的

差異。 

 

3. 「神醫」的教會意義 

「神醫」經驗不僅對個人，也對教會群體有重要的意

義，這主要體現在以下幾方面： 

第一，「神醫」經驗證明了基督信仰的真實性。下文「宗

教競爭處境下『神醫』的意義」部分將詳述這一點。 

第二，「神醫」證明教會的能力與權威。對於真耶穌教

會這種強調自身排他性地位的教會來說，這一點非常重要。

前文談到，該教會刊登的見證大多是圍繞「神醫」寫作的，

其原因在於，「神醫」是證明上帝能力顯現在該教會，表明

其權威的重要根據，也成為其群體身份認同的關鍵要素。

一位非基督徒詢問真耶穌教會與其他教會有何不同時，對

方回答：「我們是中國人自家創辦的；我們是受了神的啟

示，來向我國的人民宣傳，使我們的同胞脫離苦海。能夠誠

心求神的幫助，無論甚麼病苦，都可以去除的。我們治好的

                                                             
 44. David W. Bebbington, The Dominance of Evangelism: The Age of Spurgeon and Moody 

(Downers Grove, InterVarsity Press, 2005), pp. 207-214. 
 45. Murray, Divine Healing, p. 88. 
 46. 舉例來說，民國時期，慕安德烈的文章被大量翻譯刊登在刊物中；戴德生是開西大會

早期的重要講員，倪柝聲也曾參加過開西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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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很不少咧。」47因此，「神醫」對於教會的權威與身份認

同的構建有着重要意義。 

第三，「醫治」恩賜對教會領袖的影響。奧布勞（Gotthard 

Oblau）指出，改革開放後中國教會的「神醫」是「民主式

的」，48即任何人無論地位、資歷如何，都可以為他人祈禱

求得疾病的醫治。民國時期的醫治亦是如此。但是，這一時

期教會又很強調醫治者49的角色，產生了諸多極具醫病「恩

賜」的「卡里斯馬」（Charisma）式教會領袖，如魏保羅與

宋尚節。真耶穌教會早期得以迅速擴展，原因之一就是創

始人魏保羅所具有的醫病趕鬼能力。據記載，魏「得醫病趕

鬼的大權，果使耳聾的聽見，啞巴說了話，瞎子能看見，治

好了許多病人，趕出了許多邪鬼」。50王彼得寫道：「（魏

治療）各種病癥好的無數，如今存在的人，都為這事作見證，

本人即雙目失明，經（魏）禱而癒者。」51宋尚節得以聞名

遐邇也與其醫病能力密不可分。宋在廣州領會時，「病人求

抹油禱告者，有六百九十餘人，其中多人，紛紛在會中作蒙

神醫癒之證」。52有信徒寫道，「經（宋）按手時，見有紅

光隨手降下，不料六年的哮喘，一旦痊癒」。53類似記錄不

勝枚舉。 

總之，「神醫」能力極大地提升了教會領袖的聲譽，促

進了其事工的發展。此外，在民國時期中西教會領袖權力

競爭的處境下，醫病恩賜則是一種直接、有效地表明自己

擁有「聖靈能力」及被上帝賦予權威的方式。 

                                                             
 47. 殊凡，〈真耶稣教會訪問記〉，載《藝囊》1930 年第 2 期，頁 5。 
 48. Oblau, ‘Divine Healing and the Growth of Practical Christianity in China’, p. 313. 
 49. 此處「醫治者」指使得醫治發生的人，而非信仰者所理解的「神醫」背後的上帝。 
 50. 〈使徒魏保羅監督行傳〉，載《真耶穌教會卅年紀念專刊》，頁 M7。 
 51. 同上，頁 M8。 
 52. 趙愛廣，〈宋尚節廣州領會之盛况〉，載《通問報耶穌教家庭新聞》，1626（1935），

頁 3。 
 53. 趙小仙，〈重生的見證〉，載《全國基督徒佈道團團刊》1936 年第 1 期，頁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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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神醫」能力也對於女性在教會地位的提升有很

大影響。廖慧清指出，雖然真耶穌教會和其他保守派教會

一樣認為女性在教會中的地位低於男性，女性也往往難以

獲得教會領導權。但是教會同時對於超自然能力的推崇，

以及「女性經常作為被醫治者或醫治者，參與醫病趕鬼經

驗的創造中」，54使得女性可以在父權結構的教會體系下獲

得一定權威，提升其地位並擴展其參與空間。 

 

四、「神醫」與中國文化 
就文化處境來說，神蹟性醫治在中國教會的盛行，既

與本土宗教文化中對疾病與醫療的理解有關，但又具有其

自身的傳統與獨特性。 

 

1. 「神醫」經驗與民間宗教的相似性 

「神醫」在中國教會的盛行，與中國文化中對疾病與

醫療的理解有關，醫治實踐也受到了中國民間宗教文化的

影響。在中國宗教中，道德行為或心思性情的善惡會直接

影響人的身體狀況與命運的思想非常常見，疾病與醫治不

僅是生理問題，也是道德與倫理問題。在中國古代，請僧道

醫治、祈禱懺悔、供奉神佛、吃齋行善佈施等都是治療疾病

的常見途徑。55疾病與鬼的關聯對中國人來說也並不陌生。

人們尤其常將精神失常、癲狂錯亂的現象歸結為鬼怪作亂

或附體，需要巫師僧道们通過驅鬼、畫符、設壇等方式趕走

妖魔鬼怪的擾亂。所以，中國人不難理解聖經中「污鬼附體」

與「趕鬼」故事的含義。有趣的是，一些基督徒所趕出的「鬼」，

則是民間文化中的「妖」，如上文中魏保羅趕出的「蛇精」。

                                                             
 54. Melissa Wei-Tsing Inouye, China and the True Jesus: Charisma and Organization in a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p.152. 
 55. 參見路浩麗的碩士論文《中國古代禱疾史》（淮北師範大學，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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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耶穌教會信徒同樣趕出過附在病人身上的「狐精、樟樹

精」。56神召會信徒張可明講述了他如何被耗子精纏繞的故

事。張在「女耗子精」的攪擾下身患重病，為治病甚至去廟

裏出家，但全無好轉。後來他接觸了基督教，去教會請牧師

為他禱告，「從此以後鬼即完全離了我身」。57因此，基督

教的醫病趕鬼也受到了中國民間文化的影響。但是，見證

中很多人會選擇基督教，與醫治經驗的效果有密切關係。 

 

2. 宗教競爭處境下的「神醫」經驗 

一個宗教能否有效醫治疾病是人們信仰選擇的重要考

量，很多人正是因認為基督教比本土宗教能夠更有效治癒

疾病而歸信。楊胡幽琴的母親虔誠信佛，她自幼隨母拜佛

焚香燒紙。楊小產後生重病，在病中她許願，若能痊癒便一

生吃素；病癒後，她便和母親一同去拜某尼姑為師。但正在

行拜師禮時，母女二人不慎從梯子上摔下，母親受傷很重，

逐漸癱瘓。於是她「求神拜佛燒香許願，並願減短己命以延

母壽」，甚至「剜臂肉煎湯」都無濟於事，隨後她的兒子也

因肺病去世。楊因身患肋膜炎身體虛弱，她的第三個孩子

出生後缺乏營養病重，「聘中西名醫診治，又做了一切虛假

和拜偶像的事，誰知非但毫無效驗，病勢反更加重」。在無

可奈何之下，她表示願意歸信基督教並禱告。禱告後的第

二日，她兒子的病勢就有好轉。在聽了王明道的佈道會後，

楊更加堅定信心，並「深深的懊悔，在過去的十餘年走錯了

路，不拜真神去拜假神—泥塑木雕的偶像」。58於是她邀

請教會牧師來家中，將供奉的一切佛像搗毀。這個故事反

映了醫治效果對於信仰選擇的重要性。楊原本的信仰無助

                                                             
 56. 〈狐精被逐〉，載《真耶穌教會卅年紀念專刊》，頁 N6。 
 57. 張可明，〈鬼附得癒的見證〉，載《神召》1929 年第 4 期，頁 36。 
 58. 該故事的引文皆出自楊胡幽琴，〈我的見證〉，載《靈糧季刊》1945 年第 3 期，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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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逃避厄運，再虔誠也「毫無效驗」。選擇相信基督教後其

子狀況的好轉，使她堅信耶穌是「我們的大醫生」。 

真耶穌教會的王彼得記錄了一件死而復活的事件。一

位姓姚的中華基督教會教友的母親得重病，因醫治無效去

世。王彼得等人恰好遇見他們家中正在準備喪事，王彼得

於是為其禱告。禱告後姚母居然甦醒。類似事件在該教會

的記載中也不算稀奇。但特別之處在於，第二天，王聽說姚

母又死去了，感到非常不解。到了姚家，王禱告時，「聖靈

指示我說：『他家有偶像』」，於是他要求姚家找出偶像，

果然家中發現了一尊送子觀音。王指出，只要除掉這個偶

像，姚母就能再次復活，但一個親戚加以阻撓，聲稱怕會

「斷了香火」。偶像毀掉後，姚母再次復活。王臨走前囑咐

姚母說：「你必須受洗，不然你的病還要回來。」但受洗當

日由於是三月初，北方天氣尚寒冷，姚母便裝病不肯受洗，

王於是對她說：「你明明的裝病，不受洗，如病再來，不與

我相干。」59姚母這才受洗。 

在這個一波三折的奇異故事中，除了「死而復活」之

外，還有幾點值得注意，作者強調姚某原本非真耶穌教會

會友，暗示了前文提到的「神醫」對教派權威的證明。王彼

得認為，姚母「生而復死」的原因是家中之「偶像」，這反

映了基督教與本土宗教或帶有宗教性質的民俗之間的衝

突，即他們相信「偶像」會招致疾病災禍。親戚阻攔怕「斷

香火」也說明了兩種宗教之間的衝突。此外，必須受洗才能

完全康復，則體現了前文我們提到的教派神學對醫治效果

的影響。 

 

 

                                                             
 59. 〈姚母復活〉，載《真耶穌教會卅年紀念專刊》，頁 N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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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神醫」與本土民間宗教關係之解讀 

上述兩個故事中的「神醫」都是發生在基督教與其他宗

教的對立與競爭處境下，基督教「神醫」的有效性則成為它

們的區別。奧布勞指出，「基督新教在中國的結論很簡單：

它的發展是因為它被認為比其他宗教更為有效。在大多數人

對健康和身體狀況的緊迫需求方面，它的有效性是顯而易見

的」。60這一觀點所強調的是「神醫」功利性的一面。 

但是，這種「有效性」不能僅僅被解讀為信徒對於基督

教的功利性選擇。在一個多宗教競爭的處境下，「有效」背

後包含着重要的宇宙論意義。對於基督教來說，中國正是

一個「真神與偶像」的競爭之地。上述見證者之所以反復強

調本土宗教對醫治的無效，乃是為要證明基督教之上帝相

對於其他宗教之神明的超越性，這也就是很多人治癒歸信

後必須「除掉偶像」的目的。正如廖慧清指出，信徒通過超

自然現象來尋求一種確定感和安全感，「在中國人強調靈

驗重要性的環境下，中國基督徒急於表明他們的上帝，獨

一真神，有能力響應人的禱告和祈求是合理的」。61我們若

只是將「神醫」視為一種與尋求其他宗教的醫治毫無差別

的功利化需要，則並不準確。 

從基督教與民間宗教的關聯方面來說，無可否認，基

督教「神醫」難以脫離民間文化的影響，但是，醫病趕鬼

作為大眾基督教（popular Christianity）62形態的一部分而

與中國民間宗教所存在着的「相似性」應該被解讀為「自

然重合」，63而非「等同」或從屬關係。在大眾基督教研究

                                                             
 60. Oblau, ‘Divine Healing and the Growth of Practical Christianity in China’, p. 317. 
 61. Inouye, “Miraculous Modernity”, p. 896. 
 62. 所謂「大眾基督教」此處是指流行於普通民眾之中的基督教信仰形態，為避免與「民間

宗教」概念混淆，筆者將其稱為「大眾」而非「民間」。 
 63. Inouye, “Miraculous Modernity”, p. 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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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基督教民間宗教化」是一個重要的理論範式。64該理

論認為，本土教會與民間宗教之間存在着密切關係，「神

醫」等靈恩經驗是基督教「民間宗教化」的產物。65然而，

「神醫」歷來是基督教傳統中的一部分。「窮極呼天」、「病

痛求神」也是大眾形態的宗教共有的特徵，基督教也不例

外。基督教文化主導的社會中歷來也不乏民眾通過神蹟甚

至巫術求醫的活動。66基督教「神醫」與民間宗教存在的「相

似性」，至多說明它受到民間宗教的影響，但尚不足以說明

這類經驗是直接產生於民間宗教，是雜糅性質的民間宗教

活動。此外，一些學者指出，由於民間宗教在一九四九年後

的歷次政治運動中被剷除殆盡，改革開放後基督教的「神

醫」等靈恩現象的興起正是民間信仰的「替代品」。67然而，

                                                             
 64. 主要代表性學者有裴士丹（Daniel H. Bays）、連曦。裴士丹的“Chinese Ecstatic 

Millenarian Folk Religion with Pentecostal Christian Characteristics?” in Global Chinese 
Pentecostal and Charismatic Studies (eds. YANG Fenggang, K. C. Joy Tong & H. Allen 
Anderson. Leiden; Boston: Brill, 2017）一文與連曦的《浴火得救》一書都強調中國本土
基督教的發展來自基督教與民間宗教的融合。如連曦指出，真耶穌教會「是產生於晚清
民初的這類民間宗教運動——道教的，佛教的，以及新教（通常是融合的）一支。」
（Lian Xi, “A Messianic Deliverance for Post-Dynastic China: The Launch of the True Jesus 
Church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in Modern China 4 (2008), p. 432）很多對現當代
農村教會的研究也多從民間宗教角度入手，認為農村教會對「神蹟奇事」的注重是民間
宗教的「替代品」或基督教與之雜糅的產物。梁家麟在《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農村教會》
中指出農村基督教是民間宗教化的基督教，「農民只有民間宗教的概念和知識，他們對
基督教的理解便不可能超越民間宗教的層次」（頁 428）。「因病入教」是基督教民間
宗教化的重要表現。Tony Lambert, China’s Christian Millions (Oxford: Lion Hudson LTD, 
2006), p.122 認為中國靈恩派教會的「趕鬼」經驗是一種使用了基督教術語的民間宗教。
高師寧在《當代中國民間信仰對基督教的影響》（《浙江學刊》，2005 年第 2 期）中指
出，中國農村基督教的民間信仰化使基督教的形象「低級，粗糙，落後」（頁 54）。歐
國海（Gotthard Oblau）也指出「神醫」經驗或來自於道教影響，「道教與基督教民間宗
教（Christian folk religion）元素可能存在重合或互相影響，在很多農村地區形成了一種
混合的（syncretistic）民間宗教」（Oblau, “Divine Healing and the Growth of Practical 
Christianity in China”, p. 316）。 

 65. 所謂基督教「民間宗教化」是指「神醫」等靈恩現象是基督教思想與民間宗教相雜糅，
所形成的一種外表為基督教，而本質上仍屬於民間宗教的宗教形態。 

 66. 如基思．托馬斯（Keith Thomas）的《16 和 17 世紀英格蘭大眾信仰研究》（北京：譯
林出版社，2019）一書講述了這一時期在英國民間基督教、巫術與醫療等相雜糅的現象。 

 67. 高師寧，《當代中國民間信仰對基督教的影響》，頁 53。梁家麟，《改革開放以來的中
國農村教會》，頁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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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觀點忽略了「神醫」現象並非產生於改革開放初期，而是

在各宗教充足「供應」的民國時期就已非常盛行。 

整體上，「神醫」是基督教一神論在中國多神宗教競爭

的處境下表明其真實性的重要方式，基督教的「神醫」思想

雖然受到民間宗教文化的影響，但就本文所探討的見證中

的「神醫」經驗來看，它們並非完全來自於民間宗教，而應

該仍被解讀為基督教的經驗。 

 

五、「神醫」與世俗醫療 
最後一部分我們要探討，同樣作為對疾病的處置，「神

醫」與世俗醫療之間存在何種關係。社會匱乏理論（social 

deprivation）是一種探討「神醫」與世俗資源關係的詮釋範

式。該理論認為，「神醫」現象主要產生於經濟、醫療與教

育水平匱乏的社會處境。68基於見證文獻，筆者認為，「神

醫」與常規醫療的關係，除匱乏理論所解釋的情況之外，還

包括以下兩點： 

其一，「神醫」對常規醫治的補救。「神醫」的補救性

體現在，人們往往會在常規醫療手段無能為力時尋求「神

醫」。如楊胡幽琴兒子患病時，「聘中西名醫診治」，69俞

沈潔心也請「中西名醫診治」女兒的病，70但都不見效。張

可明病重時，有人告訴他「世人不能治之病耶穌能治」。71

所以，「神醫」與常規醫療的有限性之間是存在關聯的，人
                                                             
 68. 以往很多學者使用社會匱乏理論來研究五旬宗運動的起源，如 Robert M. Anderson, 

Vision of the Disinherited: The Making of American Pentecostalism (Peabody: Hendrickson 
Publishers,1992)指出五旬宗運動起源於信仰者「經濟、社會、文化甚至生理上的被取代
與被剝奪」（頁 136），醫病神蹟更被視為醫療資源與經濟匱乏的產物。如 Oblao 指出，
「通常使人們依賴於禱告（而醫病）的最主要因素是人們因經濟上和地理上（的限制）
難以獲得醫療手段」（Oblau, ‘Divine Healing and the Growth of Practical Christianity in 
China’, p. 315）。 

 69. 楊胡幽琴，〈我的見證〉，頁 18。 
 70. 俞沈潔心，〈恩愛標本〉，載《靈糧月刊》1943 年第 12 期，頁 10。 
 71. 張可明，〈鬼附得癒的見證〉，頁 36。 



趙盼 

 124 

們會抱着「病急亂投醫」，甚至「死馬當成活馬醫」的心態

尋求一線希望。 

其二，「神醫」與常規醫療手段之間的張力。「神醫」

並不僅是常規醫療的補救手段，它有時又是與之對立的，

一些人會為得到「神醫」而主動放棄常規醫療。俞沈潔心的

母親篤信基督，晚年患病卻不再繼續求醫，而她「因不肯專

靠神，常勸母服藥，但每次服藥病勢必增」。72最後她因母

親發高燒去請西醫打了退燒針，但打針當夜其母便去世了，

她深感自責。後來她的女兒身患癆病，「那時我還不肯悔

改求主，反而信任醫生，何如中西名醫診治後，均誤斷傷

寒，以致病勢日增，骨瘦如柴，生命危殆」。73她丈夫要將

病重的孩子送醫，但她「亦恐醫生不足恃，故亦堅持求神

醫治」。74在迫切禱告之後，孩子最終病情好轉。這個見證

中，作者反復流露出對常規醫療的不信任態度，將其與「信

靠神」相對立。前文提到的陸乾惕，歸信後需要作拔牙手

術，另一位信徒警告他千萬不可手術，因這乃是「撒但的攻

擊」，75表明對上帝的醫治沒有信心。陸乾惕因此決定要等

候上帝醫治而不接受手術。在他覆診時，醫生恰好取消了

手術，他認為這正表明上帝肯定了他的信心。喬儒聲患重

病，雖自覺命不久矣卻感到心中平安，因而「決計不服藥，

將我的身體靈魂，放在神的面前」。76後經人代禱而病癒。

真耶穌教會甚至批評其他教會熱衷開辦醫院是「把道傳假

了的證據」，77更極端地反映了「神醫」與常規醫療的對立。 

                                                             
 72. 俞沈潔心，〈恩愛標本〉，頁 9。 
 73. 同上，頁 10。 
 74. 同上，頁 10。 
 75. 陸乾惕，〈一個神醫的見證〉，頁 135。 
 76. 喬儒聲，〈浪子回頭〉，載《靈糧月刊》1942 年第 4 期，頁 20。 
 77. 〈證明真道·序頌〉，載《真耶穌教會卅年紀念專刊》，頁 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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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生病不求醫」在今天看來頗為「迷信」，但它有

自己的信仰邏輯。如果信徒確信疾病來自宗教與道德原因，

那麼借助宗教途徑尋求醫治也不足為奇。信仰者往往也相

信「神醫」相對於常規醫療手段具有一種優越性，即信心相

對於世俗，神權相對於自然規律的優越性。在十九世紀的

信心醫治運動中，很多人認為依賴藥物是缺乏信心的表

現。如宣信的支持者指出「宣道會的基本原則是以基督為

醫治者和一切（all in all），而服用藥物則與此基本原則相

悖」。78為獲得「神醫」主動放棄醫療的傳統由來已久。 

所以，「神醫」與常規醫療的關係表明，「神醫」不完

全出自「社會匱乏」，也不完全是功利的。筆者認同社會匱

乏理論所指出的資源匱乏與「神醫」之間的關係，但我們也

應看到：一方面，人類不僅尚有很多無法攻克的醫學難題，

大多數人也都要面對因病走向死亡這一終極境遇，求生畏

死的本能使得人們對「神醫」的渴望並不會隨着醫療、經濟

或教育水準的提高而消失；另一方面，匱乏理論忽略了「神

醫」自身的信仰意義，79這種意義會使得人們為了信仰主動

放棄常規醫療，這也表明我們不能將「神醫」一概而論地視

為一種功利與膚淺的行為。 

 

六、結論 
根據民國時期的見證文獻，我們可以看到「神醫」經驗

本身具有其歷史傳統、神學基礎。無論對於信徒個人的信

                                                             
 78. James Robinson, Divine Healing: The Formative Years:1830-1890 (Eugene: Pickwick, 

2013), p. 7. 
 79. 正如 Kenneth Archer 在反駁以社會匱乏理論解釋五旬宗運動時指出，該理論過度關注

於社會、政治、經濟問題，卻忽略了從宗教和聖經詮釋本身來分析其成因，沒有看到信
徒「選擇五旬宗是出於其深層次的宗教渴望與對《聖經》的理解」（Kenneth J. Archer, 
A Pentecostal Hermeneutics: Spirit, Scripture and Community (Cleveland: CPT Press, 2006), 
p.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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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歷程，還是對於教會的發展、領袖的塑造，「神醫」都有

其重要的宗教意義。它受到中國民間文化的影響，但仍應

歸屬於基督教範疇的宗教經驗。「神醫」也並不完全源於醫

療資源的匱乏與醫療目的的功利。可以說，基督教的「神

醫」既是肉體的又是靈魂的，既是功利的又是超越的，既是

世俗的又是神聖的。 

「神醫」經驗在中國教會的盛行，既是源自教會對於

聖經中神蹟記載的「還原主義」式理解和期待，也來自五旬

宗神學。五旬宗教會與非五旬宗教會的「神醫」經驗既有相

似性，又存在一些區別。相似之處在於，他們都以聖經中的

神蹟敘事為基礎而接納「神醫」，都相信疾病的非生理性來

源，多數「神醫」都具有「患病－祈禱－醫治」模式，「神

醫」對個人與教會都具有重要意義。而差異在於，五旬宗教

會更注重「醫治」本身，更強調醫治的超自然性和戲劇性，

如「死而復活」見證。它與本土民間宗教的相似性更高，如

趕出「妖精」。真耶穌教會在此之外，更將「神醫」與其洗

禮神學融合在一起。非五旬宗教會則多強調「神醫」在個人

信仰歷程或教會事工中的作用，如引人認罪、奮興佈道、使

人「完全奉獻」、全職侍奉等。 

「神醫」經驗的盛行對於中國教會的發展具有積極意

義，如吸引人們歸信，激勵信眾追求敬虔的信仰生活；但同

時，它也造成了諸多負面影響，如刺激信仰的功利性，誘發

教會的迷信與混亂狀況，淡化上帝主權的神學，以及實際

延誤疾病的治療。「神醫」的「匱乏」解讀和民間宗教替代

論事實上暗示了一種進步主義觀點，即既然「神醫」是匱乏

與無知的產物，那麼隨着社會發展，人類對於疾病、貧困以

及迷信的消除終將使得「神醫」不再有生存的土壤。然而，

基督徒對於醫治神蹟的期待有其自身的信仰意義和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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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發展或者會降低人們對它的依賴但不會從根本上取代

它。在科技與醫學高度發展的二十一世紀，新冠疫情的突

發與肆虐打破了某種進步主義神話，它提醒我們，面對疾

病人類仍是渺小與脆弱的，有限的人對於「神蹟」的渴望，

甚至對於宗教本身的需要，將始終伴隨着人因疾病走向死

亡這一終極話題而存在。 

 
作者電郵地址：zhaopan813@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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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befits a significant tradition of Christianity, divine 

healing is a common topic in the Protestant Christian 

testimonies of Republican China.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theology of divine healing in the Chinese church is a typical 

Christian practice developed in the Chinese indigenous cultural 

context, and that not all divine healing is attributable to a 

peripheral social-economic position. The theology of divine 

healing is based on a common conviction that disease, as the 

outcome of sin, punishment from God, or demonic possession, 

can be healed through prayer and repentance. Divine healing 

has exerted a large influence on believers’ personal faith 

journey, as well as the churches’ development. The validity of 

divine healing, as evidence of God’s power within a culture of 

religious competition, suggests that divine healing within the 

Chinese church, although influenced by some Chinese fo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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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igions, is still a part of the Christian tradition rather than a 

product of the ‘folk-religionization of Christianity’. A key 

indication of its religious significance is the fact that for many 

believers, divine healing is preferred to ordinary medical 

treatment. 

 

Keywords: Divine Healing; Disease; Testim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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